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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現代化綱領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綱要） 

——從戰略之「道」談起 

 

段 培 君 

 
中央黨校教授 

哈佛大學高級研究員 

 

本文基於戰略之“道”研究和評價孫中山的現代化綱領，從歷史和全球發展兩個維

度闡釋戰略之“道”的價值和規律內涵，為探討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提供一種基礎性的

看法。 

一、孫中山現代化綱領的地位與價值點 

1、孫中山三民主義綱領的歷史地位需要放在中國現代化綱領的演進中認識。關於

中國現代化綱領的演進，作者曾在 1992 年著文認為，中國近代以來較有影響的文化綱

領主要可以歸結為“中體西用”、“托古改制”、“自由為體，西學為用”和“三民主

義”，而三民主義是一次階段性總結，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比較全面、具體而自成系

統的綱領，是經過歷史析化後的一次綜合。它在文化變革的方法論方面，在文化變革從

未分化的整體向各子系統的深化方面，在文化涵化與創造方面，都有一些可貴的探索，

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思想遺產，對於後來現代化綱領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段培君：《中國近代化綱領的文化學透視》，《學術月刊》1992年第 2期。） 

2、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綱領，是以“民”為主體、為價值落腳點的。他主張“建設

一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這一價值點在當代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通過“以人為本”命題有了新的表述和時代體現。 

孫中山這樣說明其思想淵源：“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

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他引用的古代民本論述有

《尚書》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朱熹的

“國以民為本”等。孫中山民本思想的近代內涵是，它肯定了民族本位是中國在特定歷

史條件下走向近代化的必然形式。它一方面是目標，是要振興中華；另一方面它又是實

現目標的手段：倒清、推翻帝制、建立合眾國。把合眾國引入民族主義綱領表明，民權

主義是民族主義一方面內容的全面展開，同時也取得了民族的特有形式。孫中山還把民

生問題納入文化綱領，認為實現民生主義是實現民權主義的深化，具有他自身的創造性。 

在當代中國大陸，提出“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表明確立了現代化

綱領新綜合的邏輯起點。“以人為本”既是某種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又是現實實踐的訴

求。“以人為本”在形而上的層面上成為現代化全面建構的價值依據，又改變了中國現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89%E6%B0%91%E4%B8%BB%E4%B9%89&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80%9D%E6%83%B3%E8%80%85&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B0%91%E4%B8%BA%E8%B4%B5%EF%BC%8C%E7%A4%BE%E7%A8%B7%E6%AC%A1%E4%B9%8B%EF%BC%8C%E5%90%9B%E4%B8%BA%E8%BD%BB&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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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表達結構，同時也使孫中山的民族、民權和民生思想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得到了新

的體現。（段培君：“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與兩岸的戰略選擇——兼論孫中山三民主義的

歷史地位”，2006年香山孫文論壇） 

中國的歷史進程表明，作為戰略之“道”的價值點具有特殊的意義。 

 

二、當代大戰略理論的新概括與價值點 

20 世紀 30 年代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略思維形態發生了重要變化，反映了

深刻的時代內涵，帶來了全球面貌的重大變化，具有某種文明轉型的特點，體現了戰略

價值點的轉變。 

１、戰略到大戰略的視野變換 

1929 年利德·哈特《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可以視為從傳統戰略視野到大戰略視野

變換的開始。大戰略的視野，主要“大”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大”在手段範圍的選

擇上，它不僅考慮軍事手段，而且考慮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手段；不僅考

慮實施戰略的直接路線，而且更重視間接路線。其次“大”在對目標範圍的選擇上，即

不僅考慮戰時目標，而且考慮戰後的目標；不僅考慮軍事目標，而且考慮經濟、政治等

目標；不僅考慮某個領域的目標，而且考慮國家的整體目標。第三，“大”在對大目標

體系、大手段體系、以及大目標與大手段之間的協調上，是大系統的視野。（段培君：

“戰略到大戰略的視野變換”，學習時報，2012年 6月 4日） 

2、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的重心轉變 

從戰略到大戰略的轉變已經內含戰略結構的一些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

戰略的重心從軍事戰略轉向發展戰略。戰略的結構形態由原來主要是軍事形態的戰略，

演變為包含各個領域發展戰略的大戰略或國家戰略。以工業化、現代化為背景，發展戰

略演變成為戰略重點，成為國家戰略結構中的主要部分，成為戰略角逐的基本方面。戰

略的直接目標和實施途徑主要是經濟等相關資源的配置，以人與物的關係形式出現，而

不是像軍事戰略中以人與人的征服關係為主要形式，戰略的活動規律發生某種變化。（段

培君：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的重心轉變，學習時報，2012年 6月 18日） 

3、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模式轉換 

戰略到大戰略視野的變化，以及軍事戰略到發展戰略重心轉移的變化，引發和伴隨

了戰略思維和活動模式的變化。戰略的競爭和博弈依然存在，但博弈的主導模式從零和

博弈轉向非零和博弈。在發展的領域，首選的戰略模式是非零和博弈。當代戰略活動越

來越重視雙贏乃至多贏的非零和博弈。中國外交提出的和平發展和互利共贏，對台關係

中提出的“共創雙贏”的方針，都體現了非零和博弈的特點。雖然在財富、資源、機遇

都是有限的某種封閉條件下，零和博弈仍然存在，但是從全球的基本趨勢看，非零和博

弈無疑是首選和主導性模式。（段培君：“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模式轉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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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2012年 7月 16日） 

4、他組織到自組織的機制轉變 

傳統戰略的實施機制不論是軍事還是政治方面的，都以它組織機制為主。隨著戰略

重心從軍事戰略轉向發展戰略，特別是轉向經濟發展戰略，戰略的實施機制由他組織轉

向自組織。自組織機制的基礎性作用不僅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微觀基礎上，而且也體現為

自組織機制的宏觀地位發生變化。這是戰略從它組織到自組織的一種組織轉型。二戰以

後，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和社會組織機制的變化，出現了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社團革命這

樣的戰略新格局。這在人類戰略實踐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轉折。轉折的最重要原

因是組織機制的變化。（段培君：“它組織到自組織的機制轉變”，《學習時報》，2012

年 7月 30日） 

5、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類型演變 

隨著戰略重心轉向發展戰略，特別是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發展戰略所依賴的優勢

類型發生變化。當代戰略實踐中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變，反映了這種變化的具體

內涵。比較優勢在長期的戰略實踐中占主導地位，如田忌賽馬、若米尼的戰略定義、克

勞塞維茨論的兵力集中法則、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成本比較優勢、赫克歇爾—俄林

的資源稟賦理論等。隨著發展進程的深入，波特認為，“比較優勢不足以解釋產業強國

的大多數產業現象”，發生了“比較優勢的退位”的情形。競爭優勢應該是一國財富的

源泉。（段培君：“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類型演變”，《學習時報》，2012 年 8 月 13

日） 

當代大戰略理論的發展實質體現了一種文明的轉變。其首要之點是價值點的轉變。

大戰略的提倡者強調：“戰略僅僅關注如何贏得軍事勝利的問題，而大戰略必須具有更

長的視野，因為它的問題是如何贏得和平。”大戰略必須考慮戰後所要追求的政治目

標，必須考慮人民的生活狀況，因為“勝利的真正含義意味著，在戰爭結束後和平的狀

況和人民的生活狀況比戰前要更好一些。” “大戰略不外乎是國家的最高政治戰略，

它決定著國家的百年大計。它還必須著眼於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使命”。 

可以用 “全”和“善”兩個範疇概括大戰略的哲學思想。“全”，是大戰略的大

系統視野，要求全面把握大戰略各種手段之間、路徑之間、資源之間的關係，全面把握

大戰略各種目標之間、各種手段與目標之間、效果與代價之間的關係。“善”是大戰略

的價值評估，涉及大戰略各種手段、各種目標、目標與手段關係、效果和代價的價值評

估。大戰略的價值評估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人類生活的根本價值層面，是人類在二次大戰

後以大戰略的形式反映出來的對價值的一次重估。這種價值點的變化從全球角度反映了

戰略之“道”的新變化。 

 

三、戰略之“道”規律內涵的新闡釋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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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為本”的規律論意義 

“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不僅是價值論的命題，而且應當視為規律論

的命題。“以人為本”作為社會一般價值規律的內涵可以理解為，社會發展是人的價值

確立、建構、實踐和實現的客觀進程，該進程的規律性體現為人的價值需求的前提性、

人的價值需求的全面性和價值實踐進程的全面化趨勢，人在價值實踐中的主體性，以及

人的價值活動和價值實現的歷史性。“以人為本”是一個具有社會發展規律意義的價值

命題。（段培君：“以人為本的規律論意義”，學習時報，2008年 12月 22日） 

 2、羅馬興衰的機制新闡釋 

羅馬的它組織機制——權力結構的平衡機制，包含常備軍、以常備軍為基礎的統帥

乃至以後的元首、元老院和公民大會、中央和行省的行政體系這四個部分的相互制約、

相對平衡和穩定運行。這是羅馬帝國早期鼎盛的秘密之一。它組織機制是自組織機制發

揮作用的保證。 

自組織機制是它組織機制運行的經濟基礎和長期生存的微觀基礎，也是整個社會歷

史生活的現實基礎。這是羅馬帝國鼎盛的另一個秘密，而且是更重要的秘密。它包含自

組織的市場機制、自治型的城市化和自組織的行會制度等。羅馬帝國的衰亡，先是自組

織機制的上層結構被破壞和實施環境發生變化，然後破壞自組織機制本身，最終在兩者

的互動下導致帝國的覆滅。其中對自組織機制的破壞是基礎性、根本性的破壞。（段培

君：“戰略思維理論與方法”，中央黨校省部級“戰略思維與領導能力”班課件，2013

年 9月 12日） 

經濟發展的動力或活力，社會發展的動力或活力，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力或活力，歸

根結底來源於自組織，來源於無數個體的自組織活動。在當代條件下，人類自組織機制

所具有的戰略作用有新的內涵。它不僅是它組織機制運行的微觀基礎，而且也成為整個

社會戰略實踐的宏觀實施機制。包括中國轉型在內的全球轉型發展趨勢表明了這一點。

（段培君：“轉變中國模式”，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結項報告，2013年 8月。） 

3、戰略之“道”與中華民族的戰略未來 

研究戰略之“道”有助於深度思考歷史和未來。根據該“道”，“以人為本”應體

現於機制，通過把握規律實現發展和繁榮。因此，解決自組織[市場、民主（根部）、法

治（根部）、自治、社會組織等]和他組織（行政機構、軍隊、司法機構等）的關係和作

用機制問題，具有特殊意義。 

對於大陸而言，十八大的戰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

實現。這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與目標置於同一層次的原因所在。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社會自治機制、民主與法治機制等自組織機制，如何形成和完善選舉機制、

決策機制、選人機制、官員管理機制、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是關鍵所在。必須堅決破除

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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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體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e7ff90101fvd0.html） 

對於臺灣而言，政治家和戰略家不僅要看到戰略之“道”的歷史發展，而且要看到

它的全球發展。戰略之“道”的全球體現已經表明，僅僅從一個地域來謀劃自身的發展

不可能成功。臺灣不僅需要從全球視野繼續完善自身的發展機制，而且尤其需要跳出島

嶼視野進行大戰略籌畫。 

筆者在此願意重複 2006 年香山孫文論壇時說過的一段話：“兩岸問題的戰略選擇

首先需要兩岸政治家對中華民族現代化歷史的深刻解讀、寬廣視野和高度智慧。任何狹

隘、短視或淺薄將無濟於兩岸問題的解決。這也要求兩岸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審時度勢，

從全球化的大視野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試圖通過孤立和封閉追求一派之利益，不僅達

不到預期的目標，而且也將失去唾手可得的機遇，在兩岸的博弈中失去民眾的支持而走

向失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e7ff90101fvd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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